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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算法迭代加快和应用场景不断落地，在这过程中技术和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愈加突
显。然而，现有研究却尚未有效量化和识别新兴要素的贡献及其演变趋势。基于此，本文基于扩展的 ＣＤ生产
函数，结合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引入数据要素从分类要素贡献视角考察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动态特
征。研究结果发现，劳动与资本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收入分配份额合计超 ６０％，而技术与数据要素贡
献约 １２％，新要素作用存在某种 “索洛悖论现象”，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同时，要素收入

分配明显受制于城市属性、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限制，一线城市数据 （１７ ６％）与技术 （１４ ４％）
份额领跑全国，东部沿海地区技术和数据的协同效应显著，而中西部资源型城市则面临技术与数据要素贡献困

境。与此同时，技术和数据存在周期时序性规律，在 ２０１５年后技术与数据要素贡献快速提升，尤其是数据要素
份额在 ２０１８年存在显著增幅，技术和数据对经济增长贡献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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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算法迭代不断加快和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不断

凸显，如何有效识别要素贡献进而助力经济增长有着现实的迫切需求。同时，生产要素收入如何分配既关乎

资源配置效率，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① 现有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思路有

二：一是居民个体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即研究收入在居民个体之间的分配，又被称为规模性收入分配；二

是要素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又被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从文献规模和研

究问题上看，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刻画、成因及对策②，而对要素收入分配层面的研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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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杨灿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
《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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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数的收入分配差距测度方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李建伟、顾天安、王骁、李嘉琪：《居民人力资本的差
异化分布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管理世界》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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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① 然而，要素层面的收入分配既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核心环节，更是反映各类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

的贡献②，如何测算并优化各类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是发挥新兴要素贡献、优化初次分配基础性作用和实现

经济更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课题。

纵观要素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ＳＮＡ）框架，通过直接拆
分 ＧＤＰ 构成来测算要素份额。这一方法的核心逻辑在于将国民收入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归属，其优势在于
宏观数据可得性高且与统计核算体系兼容。不过，这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存在数据层级细化与要素覆盖

范围上的显著缺陷。主要体现为：其一，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家或省际层面的要素份额测算③，但这一尺度难

以有效捕捉更小维度如区域内城市层面的分配结构异质性。例如，东部沿海城市群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中西

部资源型城市的要素回报率差异，可能被省级均值掩盖，引致生产要素贡献无法被有效识别，进而诱发经济

决策偏误和阻碍经济朝更高质量方向的前进步伐。事实上，地级市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的重要层级，既是区域

发展战略落地的关键节点，也是要素空间配置与政策传导机制的基本载体。其内部要素流动效率与资源配置

机制直接关系到经济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同步性、社会公平性和高质量发展。由于受制于 ＳＮＡ体系下细分数据
的可得性，地级市层面的收入分配测算研究长期匮乏。并且不同研究在数据选择、统计口径调整及分解方法

上的差异，也会导致对要素份额测算结果存在显著分歧。④ 其二，现有文献主要以 “资本—劳动”二元要素

测算框架为主。⑤ 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断扩大，数字技术将全面重塑生产生活，也就是技术与数据要素

贡献终将全面超越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新旧要素替代和新要素覆盖旧要素的影响，使现有测算框架难以精

准刻画新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与分配需求。事实上，在这类测算中，技术要素常被简化为外生的 “全要素生

产率”⑥，研发投入、专利转化等内生于经济系统的技术要素仍未被充分剥离融入，同时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

产要素，其度量与价值分配机制更是存在争议且尚未形成统一范式。⑦

鉴于此，本文基于扩展的 ＣＤ生产函数，结合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年中国众多地级市数据，从城市层面和要素贡
献视角考察新旧要素的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动态变迁特征，对比要素收入分配变化同时考察城市层面的新特征。

本文的主要贡献点，可能有二：一是将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对标至地级市层面，从城市维度考察

不同类型要素的收入分配份额，为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和要素贡献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更精细化的测算结果，

并进一步考察各类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份额的动态演变特征；二是利用扩展的 ＣＤ生产函数模型进行量化评价，
可以有效克服会计核算测算方法受制于统计口径调整及分解方法上的局限，并将技术要素与数据要素同时纳

入原主要围绕资本和劳动的测算框架，有效识别新兴要素贡献，为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的时代提供要素层面

的解释与实证依据。本文的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计量模型设定、变量指标设计和数据特征描述；第

三部分实证检验结果与评价；第四部分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基本结论。

二、计量模型设定、变量指标设计和数据特征描述

（一）计量模型设定

在 ＣＤ生产函数中，要素贡献可以通过要素弹性加以描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开始主导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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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技术和数据日益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① 基于此，将技术和数据要素纳入生产函数，计量模型

设定如下：

Ｙｉｔ ＝ＡｉｔＫ
α
ｉｔＬ
β
ｉｔＤ
η
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Ｋｉｔ、Ｌｉｔ 和 Ｄｉｔ 分别代表地级市 ｉ第 ｔ年的经济产出、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和数据资本存
量。α、β和 η分别代表对应的产出弹性。Ａｉｔ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将其定义为技术、制度、管理等无形要
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程度②，即在总产出水平中扣除各有形生产要素贡献后的剩余，将全要素生产率设

定为：

Ａｉｔ ＝Ａｅ
（γｌｎＴ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２）

（２）式中 ｌｎＴｉｔ 是研发专利积累形成的科技资本存量 （取对数），ｕｉ、ｖ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Ａｅ（ｕｉ
＋ｖｔ＋εｉｔ） 为剔除技术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组成部分，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将 （２）式代入 （１）式，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ｌｎＹｉｔ ＝ｌｎＡ＋αｌｎＫｉｔ＋βｌｎＬｉｔ＋γｌｎＴｉｔ＋ηｌｎＤ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３）

根据要素报酬等于边际贡献假定，此时生产要素的收入份额等于其产出弹性③，即 （３）式中估计的弹性
系数即为各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份额。

（二）变量指标设计

１ 资本。结合生产函数模型性质，可知资本要素为某一特定时期全社会的固定资本存量，而非现有统计

体系下的资本增量，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城市资本存量：Ｋｉｔ ＝ １－φC o Ｋｉｔ－１ ＋Ｉｉｔ ／ Ｐｉｔ，其中，Ｋｔ 和 Ｋｔ－１ 分别为 ｉ 城
市 ｔ期和 ｔ－１期的资本存量，δ为折旧率，Ｉｉｔ 为 ｉ城市 ｔ期的新增投资，Ｐｉｔ 为 ｉ城市 ｔ期的固定资产价格形成指
数。本文将基期设定为 ２００３年，借鉴单豪杰的做法取折旧率为 １０ ９６％④，并且利用各城市 ２００４年的实际资
本形成额比上折旧率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固定资产年均增长率之和，计算基期的资本存量。

２ 劳动。现有研究多采用总从业人员数表征，这容易忽略经济周期、政策干预等短期因素对劳动供给冲

击，本文采用 ＨＰ滤波方法对各城市从业人员数进行处理：ｍｉｎ
τ ｉ
＝∑

Ｔ

ｔ ＝ １
（Ｌｉｔ － τ ｉｔ）

２ ＋ λ∑
Ｔ－１

ｔ ＝ ２
［（τ ｉｔ ＋１ － τ ｉｔ）－ （τ ｉｔ －

τ ｉｔ －１）］
２ ，式中，Ｌｉｔ 为原始劳动力数据，τｉｔ 为提取的长期趋势项，λ 为平滑参数 （年度数据通常取 １００），通

过分解获得潜在劳动力投入。

３ 技术。由于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核心载体，本文利用各城市专利数据计算地级市技术资本存量：Ｔｉｔ ＝
（１－θ）Ｔｉｔ－１＋Ｚｉｔ，以 ２００３年为基期，参考樊纲等人的做法将科技资本的折旧率设为 １５％⑤，基期技术资本存量
设定为基期专利数量的 ５ ２５倍，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省历年的技术资本存量。

４ 数据。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生产的核心要素，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流通和应

用，融入生产各个环节推动经济增长。既有研究多直接采用数据量或信息化投入作为代理变量，忽视了数据

动态积累及多环节成本结构特征。本文借鉴 Ｃａｌｄｅｒóｎ和 Ｒａｓｓｉｅｒ估算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劳动力成本和非劳

动力成本的方法，对数据要素进行测算：Ｄｉｔ ＝ （１ ＋ ρ）∑
ｊ
ｒｊｗｉｊｔｈｉｊｔ ⑥，其中，ρ、ｒｊ、ｗｊｔ 分别表示非劳动成本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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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成本占比、数据从事的 “工作”时间和单位时间工资，ρ借鉴刘涛雄等人的思路取值为 ０ ７①。职业 ｊ在第 ｔ
年就业人数为 ｈｊｔ，单位时间工资为 ｗｊｔ，ｒｊ 为职业 ｊ分配给数据相关工作的时间，利用 《职业大典》中的各个职

业细类的职业信息描述来进行估算。首先，根据工作内容的描述确定从事数据相关活动比例最高的职业。通过给

数据相关职业打分排序，选出 ２０个职业作为测试集，并标记为全时从事数据相关工作。进一步，使用 ＢＥＲＴ模
型训练生成文本向量，计算训练集与测试语料的余弦相似度来计算与数据相关的工作时间，计算公式如下：

ｒｊ ＝ｃｏｓ（Ｘ，Ｙ）＝
Ｘ·Ｙ
Ｘ · Ｙ

＝
∑Ｘｊ·Ｙｊ

∑Ｘ２槡 ｊ · ∑Ｙ２槡 ｊ

（４）

其中，Ｘ、Ｙ分别为测试集和训练集的职业描述特征向量。由于地级市层面的职业人数与工资数据缺失，
本文先计算出省级数据，再利用各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在所属省份的占比将数据要素拆分成地级市

层面。

（三）数据来源和特征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年中国 ２８３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②，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份额进行测算。本文所有统

计数据主要源于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

公报以及Ｗｉｎｄ数据库。此外，本文利用线性插值与 ＡＲＩＭＡ方法对部分缺失值进行了补充，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Ｙ ５３３３ １６ １５ １ １１１ １２ ６７ １９ ８８
ｌｎＫ ５３７４ １７ ０９ １ ３８５ １３ ０２ ２０ ９２
ｌｎＬ ５３２６ ３ ５０６ ０ ８１５ １ ３８１ ６ ８３８
ｌｎＴ ５３７４ ８ ２２０ １ ８７５ ３ １５９ １３ ９８
ｌｎＤ ５３７２ ４ ７５７ １ １１０ ０ ８３７ ８ ２７９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评价

（一）基准回归

结合样本数据和计量模型，可得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２，其中列 （１）和列 （２）为仅包括资本—劳动二元
要素的回归结果，列 （３）和列 （４）加入技术与数据的结果，列 （１）和列 （３）未控制城市和时间固定效
应，列 （２）和列 （４）加入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可知，表 ２中 （１）— （４）列的回归结果均在 １％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劳动、技术和数据要素均对经济产出有显著正向作用。依据列 （１）—列 （４），
可知控制城市和时间二维固定效应及加入数据和技术要素，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升 （由 ０ ９５１升至 ０ ９８７），
表明引入固定效应后显著缓解了遗漏变量问题和计量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要素收入分配差异。结合列 （４）
的结果，可知在控制时间与城市固定效应后，资本、劳动、技术与数据要素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８６、０ ３１６、
０ ０８３７和 ０ ０４１４，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份额合计约为 ６０％，在样本期中的经
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占主导地位，并且劳动要素的分配份额略微高于资本要素。劳动要素相比于资

本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贡献更大，表明中国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政策导向是吻合要素贡

献实际的。

从四类要素收入分配份额上看，技术和数据要素贡献相对较小，技术与数据的分配份额合计约为 １２％。
技术要素的份额较低，存在当前文献普遍认识到的技术投资可能存在 “索洛悖论”问题。技术份额较低可能

源于技术成果转化存在滞后效应，技术专利产出并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率，进而影响技术贡献份额；当然，

４６

①

②

刘涛雄、戎珂、张亚迪：《数据资本估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期。
本文依据公开的统计资料构建了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２００３年样本中仅包括 ２８２个地级市。



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朝新兴要素偏向了吗：分类贡献与城市证据

技术红利分配机制也可能有待完善，如何有效实现企业研发人员薪酬与专利收益同步，是提高技术转化效率

的关键因素。而数据要素的份额较低，则可能反映出多维度的原因：其一，中国数据要素市场仍处于培育初

期，统一交易市场尚未完全建立，数据流通存在障碍，数据流通规模有限且交易成本较高，数据收入如何确

权和分配制度仍然有待完善，要素贡献难以充分释放。其二，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数据流转与应用需与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发挥数据要素的生产功能和价值增值，但当

前数据要素除存在流通障碍、数据确权和数据红利分配难题外，其二次开发和应用场景仍受限于隐私保护、

算法透明度等技术瓶颈，数据要素功能和协同效应仍难以完全转化为显性收益。未来需通过完善数据要素确

权、市场化定价机制、数据安全治理等，才能逐步提高数据要素的要素贡献和收入分配比例。其三，数据交

易仍以非标准化产品为主，要素价值评估体系缺失，数据要素实际贡献可能被系统性低估。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ｌｎＹ

（２）
ｌｎＹ

（３）
ｌｎＹ

（４）
ｌｎＹ

ｌｎＫ ０ ５３３
（０ ００３３０）

０ ３１４
（０ ００７４４）

０ ４１６
（０ ００６６６）

０ ２８６
（０ ００７６３）

ｌｎＬ ０ ５４２
（０ ００５６０）

０ ３７７
（０ ０１１２）

０ ４５２
（０ ００６５９）

０ ３１６
（０ ０１１８）

ｌｎＴ ０ ０９２４
（０ ００４５０）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６０４）

ｌｎＤ ０ ０５５４
（０ ００９０５）

０ ０４１４
（０ ００８７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 １５６
（０ ０４５８）

８ ２０６
（０ １０７）

６ ４３４
（０ ０７８５）

８ ２３３
（０ １０５）

Ｙｅａｒ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２８７ ５２８７ ５２８５ ５２８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５１ ０ ９８６ ０ ９５５ ０ ９８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样本缩尾与截尾的处理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再次回归。表 ３中

列 （１）—列 （４）分别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１％缩尾处理、１％截尾处理、２％缩尾处理、２％截尾处理。结果
可见，在不同缩尾与截尾处理下，各要素的弹性系数均在 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且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的分
配份额结论稳健。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ｌｎＹ

（２）
ｌｎＹ

（３）
ｌｎＹ

（４）
ｌｎＹ

ｌｎＫ ０ ３０７
（０ ００７６３）

０ ３２１
（０ ００７８５）

０ ３２３
（０ ００７７１）

０ ３２５
（０ ００８０８）

ｌｎＬ ０ ３１９
（０ ０１１７）

０ ３２７
（０ ０１２２）

０ ３２３
（０ ０１２０）

０ ３５２
（０ ０１３４）

ｌｎＴ ０ ０８５５
（０ ００５９１）

０ ０８３４
（０ ００５９５）

０ ０９０４
（０ ００５８７）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０６２０）

ｌｎＤ ０ ０３８９
（０ ００８９５）

０ ０６０９
（０ ００９７０）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０９０３）

０ ０７６７
（０ ０１０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 ９６０
（０ １０４）

７ ７１０
（０ １０７）

７ ７０１
（０ １０４）

７ ５８２
（０ １１０）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２８５ ５０３０ ５２８５ ４８２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５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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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表 ３中资本、劳动、技术要素的份额分别在 ０ ３０７—０ ３２５、０ ３１９—０ ３５２、０ ０８０８—０ ０９０４间，

与基准回归相比，其标准差无明显变化，表明模型结果未受到极端值或异常数据的显著干扰。而数据要素在

１％和 ２％截尾处理后测算结果增幅显著，可能源于极端低值数据 （如部分城市数字基础较低）对数据要素贡

献的压制效应被移除，凸显数据要素在 “典型样本”中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说明数据要素潜力存在数字鸿

沟。从模型拟合优度来看，各稳健性检验的Ｒ２ 值均稳定在 ０ ９８５—０ ９８７之间，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进

一步表明了基准模型能够有效阐释要素收入分配变化，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四、异质性分析

（一）城市属性

本文依据第一财经的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将样本分类为一线城市 （包含

新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以及五线城市。该排行按照城市枢纽性、商业资源集聚度、生活方式

多样性、城市人活跃度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指数对各城市进行评估，综合地反映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属性。

表 ４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

表 ４　 异质性检验 １：城市所在地性质

变量

（１）
一线

ｌｎＹ

（２）
二、三线

ｌｎＹ

（３）
四线

ｌｎＹ

（４）
五线

ｌｎＹ

ｌｎＫ ０ ３４７
（０ ０２８３）

０ ２５８
（０ ０１１５）

０ ３３５
（０ ０１４４）

０ ３３７
（０ ０１６３）

ｌｎＬ ０ ０８８５
（０ ０２２２）

０ ３１４
（０ ０２０３）

０ ４５０
（０ ０２９９）

０ １７３
（０ ０２９３）

ｌｎＴ ０ １４４
（０ ０２４２）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８４６
（０ ０１１２）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１８）

ｌｎＤ ０ １７６
（０ ０４５２）

０ ０８２６
（０ ００８６３）

０ ０５１１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６７１
（０ ０１９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 １９８
（０ ３９２）

８ ９０７
（０ １６３）

７ ８２９
（０ ２２１）

７ ８００
（０ ２０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５５ １８７８ １５０８ １５４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８８ ０ ９８７ ０ ９７７ ０ ９６１

表 ４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类城市中各类要素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这些要素均对经济

产出发挥正向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中，不同性质要素的作用差异明显。一线城市中，数据和技术要素的分

配份额显著大于其他类别城市，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７６和 ０ １４４。这一结果表明，一线城市作为数字经济和技

术创新的核心区域，数据与技术在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相对而言，劳动的收入份额仅为 ０ ０８８５，

为四类城市中最低。在二、三线城市中，资本和劳动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分配份额分别为 ０ ２５８和 ０ ３１４。但

技术要素的分配份额较低，估计结果 ０ ０４１６为四类城市分类中的最低，说明二、三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可能

陷入 “技术升级困境”，需强化研发投入，数据要素的分配份额 ０ ０８２６约为其技术要素的两倍，说明在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各类城市均能分享到新兴技术红利。四线、五线城市呈现出较强的劳动驱动与资本驱

动特征，四线城市的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为 ０ ４５０，在所有城市类型中最高，五线城市的资本要素分配份额为

０ ３３７，仅次于一线城市，说明四线、五线城市的经济产出仍较多依赖传统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四

线、五线城市的技术和数据估计系数远低于一线城市，但四线、五线城市的技术和数据收入分配份额合计仍

在 １５％上下，说明即使在低等级城市也能分享到数据与技术红利。表 ４的结果显示，随着城市综合发展水平

越高，新兴要素 （技术与数据）所占的收入份额越大。同时，面对新兴技术应用，不同能级城市均能分享到

技术与数据要素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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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区位

本文进一步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划分的八大综合经济区，依据城市是否处于华北、东北、华东、华

中、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以及西北地区进行分组检验 （见表 ５和表 ６）。

表 ５　 异质性检验 ２：地理区位 １

变量

（１）
华北

ｌｎＹ

（２）
华中

ｌｎＹ

（３）
华东

ｌｎＹ

（４）
东北

ｌｎＹ

ｌｎＫ ０ ２５６
（０ ０２５１）

０ ２５５
（０ ０１７８）

０ ２３８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７４８
（０ ０２６１）

ｌｎＬ ０ １１２
（０ ０５４２）

０ １３８
（０ ０２１１）

０ １５０
（０ ０１８０）

０ ４７５
（０ ０６８９）

ｌｎＴ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３１７）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７７０
（０ ０２６４）

ｌｎＤ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００７３８
（０ ０１８７）

０ １３６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３８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５０１
（０ ４０５）

９ １９８
（０ ２７２）

１１ ３０
（０ ２３３）

１２ ３１
（０ ５１５）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３８ ５９７ ４７４ ５５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８２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８ ０ ９８８

表 ５结果显示：各经济区要素贡献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华北地区的资本分配份额 （０ ２５６）显著高于
劳动 （０ １１２），资本分配份额反映其经济性质，即以重工业、能源产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经济。资本高贡献
同时，其技术 （０ ０３１３）和数据 （０ ０４４８）份额较低，新兴技术可能在传统行业应用并未充分发挥，也可能
源于其创新投入不足及数据基础设施滞后有关；华中地区的技术驱动的转型特征明显，其技术系数 （０ １１５）
居首，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崛起。不过，相对于技术，数据要素作用不显著，这可能受跨

省数据交易制度不完善及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较低等影响；华东地区资本 （０ ２３８）与数据 （０ １３６）弹性均
较大，这基本吻合预期，东部地区资本与数据协同驱动现象突出；东北地区的劳动要素份额高达 ０ ４７５，显著
高于其他要素，印证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劳动力的依赖，而技术和数据要素的贡献微弱，显示了东北地区数字

经济和经济数字转型滞后。

表 ６　 异质性检验 ３：地理区位 ２

变量

（１）
西南

ｌｎＹ

（２）
西北

ｌｎＹ

（３）
黄河中游

ｌｎＹ

（４）
长江中游

ｌｎＹ

ｌｎＫ ０ １９５
（０ ０２０６）

０ １３７
（０ ０４２１）

０ ２３１
（０ ０２４０）

０ １９８
（０ ０２２２）

ｌｎＬ ０ １５２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０８５９
（０ １００）

０ ５６８
（０ ０５０９）

０ １５５
（０ ０１９４）

ｌｎＴ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５１６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０２３２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０４４６
（０ ００９３７）

ｌｎＤ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００４０９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１９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 ４２
（０ ３００）

１１ ４５
（０ ５３８）

９ ４４５
（０ ３６３）

１１ ４５
（０ ３４９）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０２ ３７５ ８８３ ９６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９１ ０ ９６７ ０ ９８１ ０ ９９１

表 ６结果显示，西南地区的数据要素潜力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数据要素弹性 （０ ０６２１）在 １％水平下显
著，可能受益于 “东数西算”工程与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而技术短板明显，反映创新链与产业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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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较弱；西北地区的要素贡献如资本 （０ １３７）与劳动 （０ ００８５９）弹性均低于其他区域，技术 （－０ ０５１６）
负向作用显著，这反映出该地区资源依赖型经济所存在的技术停滞与要素错配，或受限于基础设施滞后，技

术和数据要素无法对经济产出形成有效支撑。黄河中游地区劳动要素占绝对主导作用，劳动要素份额

（０ ５６８）为全样本最高，体现黄河中游地区中农业与资源型产业的劳动密集特征，技术 （－０ ００２３２）和数据
（０ ０００４０９）要素均不显著，反映创新投入不足与数字化进程缓慢；长江中游地区主要由资本主导产出，但技
术 （－０ ００４４６）和数据 （－０ ０２４０）贡献为负，同样表明技术和数据要素贡献有待挖掘。

（三）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数字产业发展的基础，本文采用各城市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衡量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以中位数来划分高低两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７中的列 （１）和列 （２）。回
归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资本弹性 （０ ２９４）和低水平组 （０ ３０４）相当，体现其资本
与技术协同能力较强 （如智能工厂等高技术场景）；而高水平组劳动要素 （０ ３１６）更高，说明数字化发展可
能通过提升劳动配置效率与人机互补性，进一步放大劳动投入对产出的促进作用。数据要素对高水平组的经

济产出贡献明显更大 （０ ０７６０），而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数字化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技术
要素在两组均显著，低水平组略低，反映其技术吸收与应用能力仍在追赶过程中。

（四）资源禀赋

相比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面临 “资源诅咒”，对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

的集聚能力较弱。依据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将所有样本城市划分为资源
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７中的列 （３）和列 （４）。回归结果显示，资源型
城市资本弹性 （０ ３７１）显著高于非资源型城市 （０ ２３７），印证其以能源、重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和资本主导经济产出特征，而数据要素贡献 （０ ０３４４）仅为非资源型城市 （０ ０５００）的 ６９％，技术要素在资
源型城市贡献较低 （０ ０８３３），说明资源型城市在数据和技术要素上也表现出某种 “资源诅咒”现象。整体

上，相对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各要素贡献更均衡，数据要素 （０ ０５００）与技术要素 （０ ０８８３）协同
效应突出，体现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特征更明显。

表 ７　 异质性检验 ４：数字基础建设与资源禀赋

变量

（１）
数字基础低

ｌｎＹ

（２）
数字基础高

ｌｎＹ

（３）
资源型

ｌｎＹ

（４）
非资源型

ｌｎＹ

ｌｎＫ ０ ３０４
（０ ０１０６）

０ ２９４
（０ ０１１９）

０ ３７１
（０ ０１４１）

０ ２３７
（０ ００８７３）

ｌｎＬ ０ ２８７
（０ ０１３９）

０ ３１６
（０ ０２３６）

０ ３００
（０ ０２４７）

０ ２６１
（０ ０１３６）

ｌｎＴ ０ ０８０３
（０ ００８３２）

０ ０９１０
（０ ００９０４）

０ ０８３３
（０ ００９９４）

０ ０８８３
（０ ００７４６）

ｌｎＤ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７６０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３４４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５００
（０ ０１０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 ２４６
（０ １５０）

８ ０５２
（０ １５５）

７ １４６
（０ １８３）

９ １６９
（０ １２６）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３６ ２６４９ ２１１１ ３１７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９０ ０ ９８０ ０ ９７９ ０ ９９０

（五）样本时序

本文采用滚动窗口回归的方法检验时间异质性，以十年为一个样本期，将样本划分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十个子样本组分别回归，观察分类要素份额的动态演进特征，图 １为要
素在不同滚动期内的估计系数，横坐标代表每个滚动期的末尾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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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滚动窗口回归趋势图

　 　 从图 １可知，资本和劳动的回归系数在整个滚动窗口期内均呈现稳定显著的上升趋势，具体而言，资本
要素的产出弹性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的 ０ １９５３ 持续平稳上升到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４２７１，劳动要素则从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的 ０ ０６６９大幅上升到 ０ ４８５４。表明，过去近 ２０年间，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模式中资本和劳动主导产出
现象并未明显改变，但二者份额在 ２０１９年后趋于稳定，反映出传统要素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步递减，经济增长
开始处于新的阶段。技术和数据要素份额印证这一趋势。技术和数据的回归系数在滚动期前半段较低，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期间，技术要素弹性达到 ０ ０６６３，数据要素弹性则达到 ０ ０７８０，远高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的水平
（技术 ０ ００７４，数据 ０ ００７２）。特别是数据要素系数在 ２０１８年后迅速上升，表明技术和数据正成为经济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整体而言，样本时序滚动回归结果清晰地揭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转型，正逐渐从传统

要素驱动，转向更注重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高质量增长阶段。

五、基本结论

本文引入数据要素扩展传统 ＣＤ生产函数，从城市层面考察新旧要素收入分配特征及其动态趋势。测算
结果表明：第一，整体而言，劳动与资本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新型要素的分配份额正逐步

上升。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０ ２８６与 ０ ３１６，两者合计占比超过 ６０％，其中劳动
要素份额略高于资本，这一结构特征也印证中国近年来 “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政策导向的合理性。但技术

与数据要素的贡献合计约为 １２％，反映出新型要素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第二，考察不同性质城市的要素收
入分配份额。可以发现，一线城市中，数据与技术弹性显著高于其他等级城市，说明新型要素在高能级城市

中已形成较强的产出驱动能力。不过，四线与五线城市仍以劳动与资本要素为主导，随着城市等级上升，技

术与数据的收入份额不断扩大，传统要素份额则呈下降趋势，印证了 “城市能级跃迁—要素结构升级”的演

化逻辑。第三，地理区位造成要素收入份额显著分化。华东与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技术与数据要素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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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而黄河中游与西北地区仍以劳动与资本为主导，技术与数据要素弹性不显著甚至为负，揭示资源依

赖型经济存在某种路径锁定与创新基础薄弱问题。西南地区数据要素弹性显著，侧面反映国家 “东数西算”

政策初见成效。第四，要素收入分配也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与资源禀赋结构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完

善城市中，数据要素弹性显著更高，体现新基础设施是提升数据要素贡献的关键前提；而资源型城市尽管资

本贡献较大，但在技术与数据要素方面存在结构性短板。时序数据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传统要素

驱动向创新要素驱动转型。滚动窗口回归结果显示，资本与劳动要素产出弹性整体上升，但近年趋于稳定；

技术与数据要素的弹性自 ２０１５年后显著上升，尤其是数据要素在 ２０１８年后增长迅速，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
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推动要素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统一

高效的要素市场体系，打通资本、劳动、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的流动壁垒，实现多要素融合配置。鼓励企业探

索多样化收益分配机制，如股权激励、技术入股、数据收益共享等方式，提升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回报水平。

同时，构建区域间要素协同发展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高效配置和动态优化。第二，强化

技术与数据要素制度建设，激发新型要素活力。当前技术与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充分释放，应通

过完善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激发其活力。应加快数据确权与分类管理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收益分配和市场

定价机制。应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构建 “创新—转化—应用”闭环体系，提升新型

要素的整体产出能力。第三，因地制宜优化要素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素收入分配存在显著的城市等

级、城市特质与地理区位差异，应根据城市属性与地理区位，因地制宜推进要素结构升级，持续推进 “东数

西算”工程，加强中西部和低能级城市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引进和人才培育方面的投入，推动新型要素有

效嵌入传统产业体系，助力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地区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分配均等性与企业成长方向问题研究”

（２４ＡＪＹ０２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新阶段共同富裕视域下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

动力研究”（２２ＪＪＤ７９００１９）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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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牶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ＯＮＧ Ｚｈｉｑｉｎｇ牞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牞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牗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牘 牞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牞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ｖｅｒ
６０％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牞 ｗｈｉ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２％ 牞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ｌｏｗ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ｅｃｋ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ｃ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牞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牞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牞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ｌｅａｄ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牗１４ ４％ 牘 ａｎｄ
ｄａｔａ 牗１７ ６％ 牘 ｓｈａｒｅｓ牞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牞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ｈａｒｎｅｓｓ ｎｅｗ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ｏｔａｂｌｙ牞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牞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ｈａｖｅ ｒｉｓ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牞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２０１８—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牞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牞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ａｃｔｏｒ牞 ｄａｔａ ｆａｃｔｏｒ

０７


